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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权力关系模式对两岸政策变迁的影响研究

何 淼 刘国深 *

摘 要 ：回顾李登辉至蔡英文四个执政周期中两岸政策的变迁历程，台湾当局的权力关
系模式对其两岸政策的决策过程施加了系统性的影响。从制度规定上看，台湾地区领导人具
有权力优势，对于两岸政策制定有主导力 ；但从实际运作面上看，行政与立法部门之间存在
明显的制衡关系，而政党作为权力关系纽带也发挥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府、院、会、党”
的互动关系组成了台湾地区权力关系的基本模式。本研究试图构建台湾地区权力关系模式与
其两岸政策制定的互动模型，并以台湾地区政治运作的实际案例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当台
湾地区领导人处于权力关系的弱势地位时，通常以更为激进的两岸政策来巩固权力地位 ；当
台湾地区领导人处于权力关系的优势地位时，通常以更温和的两岸政策规避风险。

关键词 ：台湾政治 ；权力关系 ；两岸政策 ；模型建构
中图分类号 ：D67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683（2025）01-0058-11

引   言

“权力关系”，即政治体系内部的权力结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政治行为体的内外政

策，[1] 且带有“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的特点。纵观近三十年台湾当局两岸政策的变化，

可以发现，台湾地区的政治权力关系模式对于两岸政策的形成与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既有的台

湾地区两岸政策变迁研究除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政策决策理论模型外，尚未形成一个完整

的、立足于台湾政治系统内部“中观层面”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拟结合实际案例构建出台湾

地区权力关系模式与其两岸政策的相关性模型，并以此为基础说明、解释与预测台湾当局两岸

政策的变迁。

一、台湾地区权力关系模式的分析框架

台湾地区自 1997 年第四次“修宪”以来，其“宪政体制”是一种“特殊半总统制”架构。

台湾地区“府、院、会、党”在此架构下的运作模式及特点，是本文探讨相关模型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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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湾地区权力关系的规范面特征

当前，学界所公认的广义上的“半总统制”是指同时具备“总统直选”和“总理领导内阁

对国会负责”特征的宪政体制，即半总统制存在着总统和总理的“行政权的双元性”（dual-execution）

与“权力安排的混合性”（mixed authority）[2]。

根据台湾地区相关法规，台湾地区领导人具有“组阁权”，可以单方面决定“行政院长”和

“内阁”成员，不需要经由“行政院长”及立法机构同意。台湾地区的“行政院长”则要同时对

台湾地区领导人和立法机构负责，台湾地区领导人改选后“行政院长”也会请辞。这意味着台

湾地区领导人的权力在制度性安排上相当强势，其与“行政院长”之间的关系实为委任和代理

的关系。

（二）台湾地区权力关系的运作面特征

台湾地区权力关系在运作面上的主要问题是行政权限割裂，以及行政权、立法权的相互制衡。

行政权限的割裂意味着台湾地区领导人和“行政院长”的权力关系可能会出现相对消长。行政

权与立法权的制衡意味着 ：当台湾地区领导人所属政党掌握“立法院”多数时，将会形成“一

致政府”；当台湾地区领导人所属政党未能掌握“立法院”多数，同时“行政院长”属于“立法院”

多数党时，或会形成“共治政府”；而当台湾地区领导人与“行政院长”分属不同政党，且无法

在“立法院”建立多数联盟时，台湾地区领导人将会组成共治的“少数政府”，此种形式尚未在

台湾地区的政治实践中出现。

从行政权限割裂的角度看，台湾地区领导人虽然拥有“行政院长”的任命权和“组阁”权，

但却不能参加由“行政院长”主持的决定重要法案、预算案、具体政策等事务的“行政院会议”。[3]

这就造成在实际运作中，台湾地区领导人只能“绕路”决策，即透过政党的机制或者党政间的

运作平台来做决策。在这种台湾特有的迂回决策模式下，台湾地区领导人与“行政院长”间就

出现了权力对抗的可能。事实上，台湾地区领导人通过“国安会”等组织操控或架空“行政院”

的案例屡有发生，如陈水扁时期的“二次金改案”，马英九时期的“美牛进口案”等。[4]

从行政与立法两权的互动关系看，“在府会不一致的情况下，总统任命同党出任总理所形成

的‘少数政府’相对来说是不稳定的，极有可能造成权力的冲突或僵局”。[5] 半总统制除了行政

权的二元对立性外，内阁也必须依赖于国会的信任。在台湾地区的实际状况中，“总统府”和“立

法院”都可以设定政治议程，此时政党就会成为行政和立法关系的重要纽带。台湾地区领导人

可以通过兼任党主席来控制“立委”时，行政和立法关系就会相对平顺，这意味着在实际运作中，

台湾地区领导人是否兼任党主席非常重要。若台湾地区领导人兼任党魁，就可以通过政党内部

的领导权，拥有更大的实际权力 ；反之则台湾地区领导人与政党的互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行政机构的运作。例如陈水扁任期之初以“全民总统”自居而未兼任党主席，“导致他必须同时

在政党与‘政府’建立双重代理人困境，且需要费力建立体制外各种决策咨询机制和党政联系

平台”。[6] 再加上他无法有效控制政党，发生了台湾地区领导人意志与党意的落差现象。

基于上述分析，台湾地区领导人具有权力优越地位，因此台湾权力关系运作主要是围绕着

台湾地区领导人权力而展开。在实际运作中，“府、院、会、党”的关系图谱则更为复杂，不仅

台湾地区领导人和“行政院长”之间涉及行政权的联系，而且行政权的运行也直接受到政党及 “立

法院”的牵制。概略而言，台湾地区“权力关系”的内涵实际是以台湾地区领导人权力面向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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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总统府”“行政院”“立法院”和“政党竞争”四个要素在内的权力互动关系。

（三）台湾地区权力关系的综合性分析指标

根据台湾地区权力的整体结构逻辑，可以大致确定权力关系模式的分析指标 ：

第一个指标是台湾地区领导人与“行政院长”的权力关系模式，即“府院关系”模式。台

湾地区的“特殊半总统制”并非一种台湾地区领导人和“行政院长”分享行政权的运作模式，

由于台湾地区领导人可以单方面任命“行政院长”，因此在行政权分配上更倾向于优先保障台湾

地区领导人的权力。本文将台湾地区的“府院关系”分为“巩固”与“分立”两种类型。其中，“巩

固”意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与“行政院长”关系的相对一致 [7]；而“分立”则反映二者关系的对抗。

第二个指标是台湾地区的行政与立法关系模式，即“府会关系”模式。该模式理论上可能

存在四种类型：（一）台湾地区领导人与“行政院长”一致，同时台湾地区领导人所属政党在“立

法院”占据多数席次的“巩固多数”；（二）台湾地区领导人与“行政院长”一致，但台湾地区

领导人所属政党在“立法院”处于相对少数的“巩固少数”；（三）台湾地区领导人与“行政院长”

不一致，不过台湾地区领导人所属政党在“立法院”占据多数席次的“分立多数”；（四）台湾

地区领导人与“行政院长”不一致，且台湾地区领导人所属政党在“立法院”处于相对少数的“分

立少数”。

第三个指标是台湾地区领导人与其所属政党的关系，即“府党关系”模式。台湾地区领导

人对其所属政党的控制力决定着行政机构的形成、筹组、运作是否顺畅，以及立法机构对其执

政理念的贯彻程度。虽然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权力很大，但仅就制度规范来看，“行政院”和“立

法院”才是形式上对于法案具有影响力的机关，台湾地区领导人只能通过政党或非制度性权力

来发挥影响力，在立法过程中的影响力是偏低的。因此台湾地区领导人是否兼任党主席尤为关键，

如表一所示 ：

表 1 台湾地区的权力关系模式类型

“府院”关系 “府党”关系 “府会”关系 总体模式

巩固

兼任党主席
巩固多数

兼任党主席与巩固多数

不兼任党主席 不兼任党主席与巩固多数

兼任党主席
巩固少数

兼任党主席与巩固少数

不兼任党主席 不兼任党主席与巩固少数

分立

兼任党主席
分立多数

兼任党主席与分立多数

不兼任党主席 不兼任党主席与分立多数

兼任党主席
分立少数

兼任党主席与分立少数

不兼任党主席 不兼任党主席与分立少数

表格来源 ：笔者自制

二、台湾地区权力关系模式影响下的两岸政策变迁路径

台湾当局不同时期的两岸政策类型可以大致用对抗、避险与合作来概括。从国民党既往的

两岸政策来看，其基本立场是反对“台独”、认可两岸同属中华民族，支持两岸经贸交流与社会

交往，多介于合作与避险之间。反观民进党，其本质在于要求所谓的“台湾主体性”地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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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执政者有时会策略性回避“台独”议题，但其两岸政策始终介于对抗与避险之间。

（一）李登辉时期“对抗性”两岸政策的出现

李登辉执政早期的权力关系模式是从威权模式过渡而来，个人权力受制度性限制较少。

1996 年以前李登辉并未强调台湾的“主体意识”，与大陆也通过海基会等渠道保持联系。随着“总

统直选”的权力加冕，国民党掌握“立法院”的绝对多数席次，李登辉兼任党主席职务，且李

登辉与其两任“行政院长”连战和萧万长的关系相对巩固，因此 1996 年以来李登辉执政的权力

关系模式维持在“台湾地区领导人兼任党主席与巩固多数模式”。

李登辉任内避险性的两岸政策占据主轴，“两国论”的提出体现了短暂性的抗衡倾向。通过

选举迎来个人权力的高峰，带有威权主义遗绪的李登辉试图摆脱政治体系的束缚，提出一些带

有个人色彩的政治遗产，悍然抛出“两国论”。但是“两国论”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后果，李登辉

提出“两国论”后的施政满意度降为 53%，系当年最低点。[8] 此外，权力关系也开始对李登辉

的决策施加制约作用，“行政院”各单位极力阻止“两国论”成为制度化政策。[9] 迫于各方强大

压力，李登辉只得指示“两国论”不必“入宪”，“陆委会”公开呼吁两岸重回“一中各表”，两

岸政策重新转为避险。2000 年，“立法院”同意试点办理“小三通”，时任“陆委会主委”苏起

正式提出“九二共识”的初步概念，李登辉时期的两岸政策最终还是以避险为特征落下帷幕。

综合前述研究，李登辉时期权力关系模式与两岸政策类型如下表所示 ：

表 2 李登辉时期权力关系模式与两岸政策类型

台湾地区领导人 “府党”关系 “行政院长” “府院”“府会”关系 两岸政策类型

李登辉
（国民党）

兼任党主席
1997-2000

连战 1993/02-1997/09 巩固多数 避险

萧万长 1997/09-2000/05 巩固多数 对抗转为避险

表格来源 ：笔者自制

（二）陈水扁时期“对抗性”两岸政策的加剧

陈水扁时期的权力关系模式变动频繁。“府会关系”上，因民进党在“立法院”始终未过

半，陈水扁长期面临朝小野大的困境。“府党关系”上，由于受国民党长期一党独大影响，当时

社会对“党国体制”存有负面观感，因此陈水扁就任之初特意选择不兼任党主席，以致“府、党”

决策步调不一。

陈水扁第一任期内“府院关系”充满波折。由于陈水扁在选举中未获过半选票，面临正当性

危机，他任命国民党籍的唐飞为“行政院长”，试图塑造“全民政府”形象。唐飞任职期间，陈水

扁与其在“核四”政策上严重对立，唐飞在任 137 天即辞职，由与陈水扁同党的张俊雄接任。在“府

院一致”下，陈水扁的权力显著增强，民进党派系领袖公开主张其为“最主要的政策主导者”。[10]

但是随着“核四”议题的发酵，陈水扁的施政满意度掉至五成，国民党与亲民党又在“立法院”

联合推出“总统”罢免案。“府会分立”所导致的权力松动和不安全感，使陈水扁转而寻求在两

岸政策上制造可以吸引绿营关注的焦点议题。2002 年 8 月，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论”，公然叫

嚣启动“台独公投”。这一时期陈水扁深感党政不一的掣肘，决定兼任党主席开启党政同步，并

任命游锡堃为“行政院长”加以辅助，这也使得陈水扁一系列激进对抗性的两岸政策得到较好

贯彻。其后在连任压力下， 陈水扁于 2003 年开始推动“修宪”及所谓“防御性公投”，并加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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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对美军购案，希望借这些对抗性议题来提升政治筹码、确保权力稳固。

惊险连任后，陈水扁又陷入了权力的困局。这一方面是因为民进党在“立法院”未能过半，

陈水扁卸任党主席 ；另一方面，素与陈水扁不睦的谢长廷接任 “行政院长”，权力关系模式演变

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不兼任党主席与分立少数”。由于缺乏“府院协作”，“府会关系”又僵持，

也没有强有力的党政协调平台，陈水扁开始推出一些不需要“立法院”同意，仅需要“行政院会”

执行的边缘化政策，包括将“中正机场”更名为桃园机场、“中华邮政”和“中国造船公司”更

名为“台湾”等。[11] 虽然陈水扁执政末期“府院关系”回归至“巩固”状态，但此时“倒扁浪潮”

已经如火如荼，民进党在“立法院”节节败退，陈水扁的施政满意度不足两成，唯有对大陆采

取对抗性的两岸政策才能稳住基本盘。陈水扁在 2007 年开始不断制造对抗性的两岸政策，包括

建议将“中华民国”简称为“台湾”；大肆谴责大陆颁布《反分裂国家法》；宣布考虑废除“国统会”

与“国统纲领”；试图以“台湾”名义加入 WHO ；致函联合国秘书长推动台湾“入联公投”等。

表 3 陈水扁时期权力关系模式与两岸政策类型

台湾地区领导人 “府党”关系 “行政院长”
“府院”“府会”

关系
两岸政策类型

陈水扁
（民进党）

未兼任党主席 2000-2002
唐飞 2000/05-2000/10 分立少数 避险

张俊雄 2000/10-2002/02 巩固少数 对抗

兼任党主席 2002-2004 游锡堃 2000/02-2005/02 巩固少数 对抗

未兼任党主席 2004-2006
谢长廷 2005/02-2006/01 分立少数 对抗

苏贞昌 2006/01-2007/05 巩固少数 对抗

重新兼任党主席 2007-2008 张俊雄 2007/05-2008/05 巩固少数 对抗

表格来源 ：笔者自制

（三）马英九时期两岸政策从“避险”走向“合作”

马英九执政期间， 党主席职位屡次流转，折射出“府党关系”的不畅。国民党虽在“立法院”

占相对多数，但“府党关系”失衡， 并未能在“立法院”给马英九施政以有力支持。如吴伯雄任

党主席时，马英九提名的“考试院”“监察院”人事案就在“立法院”受阻。

整体而言，这一时期“府院关系”相较于“府党关系”更为稳定，展现出马英九当局内部

行政体系的延续性与一致性。无论是初期任命的刘兆玄，还是后续接任的吴敦义、陈冲、江宜桦、

毛治国、张善政等，均以配合台湾地区领导人施政为核心导向，维持行政体系的协调运作。

马英九执政时期的两岸政策实际上是以避险为主轴，逐步向合作过渡。他的就职演说充满

了避险色彩：“我们将以最符合台湾主流民意的‘不统、不独、不武’的理念，在‘中华民国宪法’

架构下，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12] 马英九第一任期内处于“台湾地区领导人兼任党主席与巩固

多数”模式，权力地位比较稳固，这一时期他的两岸政策十分谨慎，并未出现“大跨步”，更多

的是授权海基会与海协沟通协商，避免触碰两岸政治性议题。

马英九连任后，权力关系模式仍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兼任党主席与巩固多数”。但随着“油

电双涨”“瘦肉精”等民生问题的出现，马英九的施政满意度跌至 20%，施政压力倍增。而在国

民党内，马英九的政治声望也因“马王政争”而受到重挫。为打破施政困境，此后马当局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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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政策开始向合作性的深水区迈进。在 2013 年的“双十演说”中，马英九提出“两岸人民同属

中华民族，两岸不是国际关系”[13]，岛内舆论即称马英九两岸政策开始向全面合作转变。

随着国民党在 2014 年“九合一”选举中大败，马英九辞去党主席职务，权力关系模式变为“未

兼任党主席与巩固多数”。朱立伦任党主席后，马英九与党内的关系更为紧张，政务与党务相抗衡。

马英九为在台湾岛内留下政治遗产，在两岸政策上更为“激进”。2015 年“习马会”在新加坡的

举行标志着马英九的两岸政策走向全面合作。会上马英九表示：“海峡两岸在 1992 年 11 月就‘一

个中国’原则达成共识，简称‘九二共识’”[14] 他并未提及“一中各表”，也未顾及此番表述是

否会对国民党选情造成负面影响。通过提出激进鲜明的两岸政策，马英九民意支持度得到提升，

“习马会”后施政满意度上升了 26%。[15]

表 4 马英九时期权力关系模式与两岸政策类型

台湾地区领导人 “府党”关系 “行政院长”
“府院”“府会”

关系
两岸政策类型

马英九
（国民党）

未兼任党主席
2008-2009 刘兆玄 2008/05-2009/09 巩固多数 避险

兼任党主席
2009-2014

吴敦义 2009/09-2012/02 巩固多数 避险

陈冲 2012/02-2013/02 巩固多数 避险

江宜桦 2013/02-2014/12 巩固多数 避险

未兼任党主席
2014-2016

毛治国 2014/12-2016/01 巩固多数 合作

张善政 2016/01-2016/05 分立少数 合作

表格来源 ：笔者自制

（四）蔡英文时期两岸政策从“避险”走向“对抗”

在 2016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和“立委”两项选举中，民进党不仅赢得了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的胜利，而且首次实现了“立委”过半目标，迎来了同时握有台湾地区领导人和“立法院”席

次过半的“一致性政府”局面。再加上蔡英文胜选后兼任党主席，其所任命的“行政院长”林

全被称为“男版蔡英文”，对蔡言听计从，“府院关系”处于相对一致的巩固状态。所以，蔡英

文执政之初的权力关系模式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兼任党主席与巩固多数”。在此结构之下，蔡英

文这一时期的两岸政策基本以避险思维为主导。如蔡英文在就职演说中即称 ：“1992 年两岸两会

秉持相互谅解、求同存异的政治思维，进行沟通协商，达成若干的共同认知与谅解，我尊重这

个历史事实。”[16] 在当年的“双十演说”中，蔡英文重申“建立具有一致性、可预测、可持续的

两岸关系，维持台湾民主及台海和平现状，是新‘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17]

虽然权力关系模式有利于台湾地区领导人权力的稳固，但在林全担任“行政院长”期间，

内政问题不断，蔡英文施政满意度仅有 25% 左右。蔡英文试图利用巴拿马与台湾“断交”的契

机发布一些激进论述来改善民调数据，[18] 但是未能如愿。2017 年 9 月，赖清德被任命为“行政

院长”，他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强调自己是 “务实台独工作者”，蔡英文对此不认可，进而引

发了“府、院”摩擦。随着赖清德在“立法院”强调两岸政策是专属于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职权后，

“府院风波”才告一段落。此后，“府院关系”因 2018 年“九合一”选举而得到改善，基本未发

生波澜。2017 年 12 月的“年终茶叙”上，蔡英文重申了对中国大陆善意不变的立场。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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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年“九合一”选举之前，蔡英文始终未调整避险政策。

随着民进党在 2018 年“九合一”选举中的落败，蔡英文被迫辞去党主席职务，赖清德也卸任“行

政院长”，由苏贞昌接任。此时权力关系模式转换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不兼任党主席与巩固多数”

模式。在此结构下，蔡英文个人权力大为削弱，甚至民进党内部爆发了要求蔡英文放弃连任的

声音。[19] 为巩固权位，蔡英文开始调整其两岸政策。2019 年，蔡英文首度明确拒绝承认“九二

共识”，拒不接受“一国两制”，抹黑“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阻挠岛内人士赴大陆开展政治协商，

强力抵制大陆的各项惠台利民政策，两岸政策向抗衡转变。

赢得连任后，蔡英文以台湾地区领导人身份兼任党主席，此时权力关系模式回到了“台湾

地区领导人兼任党主席与巩固多数”模式。在就职演说中，蔡英文表明会持续遵循“中华民国宪法”

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事务。[20]“双十演说”中她再次表明“现阶段两岸当务之急，

是本于相互尊重、善意理解的态度，共同讨论和平相处之道、共存之方”。[21] 可见蔡英文此时又

将两岸政策调整为避险。

2022 年蔡英文因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中落败而辞去党主席，权力关系模式再次来到“台

湾地区领导人不兼任党主席与巩固多数”模式。面对权力地位的下降，蔡英文当局加紧争取美

国支持，图谋升级美台官方往来以稳固民进党基本盘、拉抬个人政治声量。2022 年 8 月，时任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台 ；2023 年，蔡英文窜美与时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 ；2024 年初金

门海域发生渔船撞击事件，蔡英文当局冷漠应对。蔡英文这一系统对抗性操作，加剧了两岸政

治关系的紧张。

表 5 蔡英文时期权力关系模式与两岸政策类型

台湾地区领导人 “府党”关系 “行政院长” “府院”“府会”关系 两岸政策类型

蔡英文
（民进党）

兼任党主席
2016-2018

林全
2016/05-2017/09 巩固多数 避险

未兼任党主席
2018-2020

赖清德
2017/09-2019/01 巩固多数 避险

兼任党主席
2020-2022 苏贞昌

2019/01-2023/01 巩固多数
避险

未兼任党主席
2022-2024

对抗

陈建仁
2023/01-2024/05 巩固多数 对抗

表格来源 ：笔者自制

三、权力关系模式影响下的两岸政策模型建构

通过对李登辉到蔡英文四个执政周期的权力关系与两岸政策趋向的系统性考察，研究发现 ：

“兼任党主席与巩固多数”权力关系模式下，两岸政策通常不会走向对抗或合作，而是更多带有

温和的避险色彩 ；当权力关系处于“不兼任党主席与巩固多数”模式以及“兼任党主席与分立

少数模式”时，两岸政策体现为激进化的合作或对抗 ；当处于“不兼任党主席与巩固少数”模

式时，两岸政策表现为激烈对抗。合作或对抗的出现取决于台湾地区领导人自身的政治理念。

由于“兼任党主席与分立多数模式”“不兼任党主席与分立多数模式”“兼任党主席与分立少数

模式”不符合权力关系安排的一般性逻辑，并且此三种模式未在台湾地区实际的政治运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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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现，因此在模型建构时将忽略对其的分析。

（一）温和避险性两岸政策出现的权力关系基础

研究发现，台湾地区权力关系模式与两岸政策类型的第一组相关性 ：在“兼任党主席与巩

固多数”模式下，两岸政策通常带有避险色彩。

对损失的厌恶是政治行为体的理性倾向，人们宁愿通过维持现状避免可能的损失，而不想

通过改变和冒险来获得未来的收益。“只有当冒险能获得数倍甚至更多收益时，人们才愿意冒险

改变。”[22] 例如李登辉执政时期、马英九执政的 2009 至 2014 年，蔡英文执政的 2016 至 2018 年

以及 2020 至 2022 年，当台湾地区领导人能够充分掌握党内实权，“行政院长”也能够辅助或顺

从台湾地区领导人在两岸政策上的意愿，同时台湾地区领导人所属政党于“立法院”内占据相

对多数席次时，其地位相对稳固，此时台湾地区领导人没有必要推出激进冒险性的两岸政策来

打破稳定的权力关系现状。此外，台湾地区领导人在执政初期，特别是与其任命的第一任“行

政院长”配合工作时期，两岸政策通常也带有避险特征。

上任之初，由于台湾地区领导人还处于胜选的“蜜月期”，民意基础和执政满意度相对较

高。即便“府院关系”存在龃龉或“府会关系”处于相对少数局面，台湾地区领导人也不会出

现权力危机，此时制定激进的两岸政策反而会挑起事端，引发民意反弹，降低执政满意度。因此，

纵观李登辉到蔡英文四个执政周期以来的就职演说和上任之初的两岸政策，可以发现绝大部分

政策以温和避险为主轴。

（二）较为激进的合作性或对抗性两岸政策出现的权力关系基础

研究发现，台湾地区权力关系模式与两岸政策的第二组相关性 ：当处于“台湾地区领导人

不兼任党主席与巩固多数”模式以及“台湾地区领导人不兼任党主席与分立少数”模式时，两

岸政策体现为较为激进的合作或对抗。理性行为体在面临获益时会趋于规避风险，而政治行为

者在面临损失时会趋于接受风险。[23] 上述两种权力关系模式表明，具备高度政策权的台湾地区

领导人在面对政治控制力削弱、施政满意度下降时，倾向于动用自身政策权来谋求更大的政治

声量，即便意识到相对激进的两岸政策可能存在风险，也倾向于实践冒险性的两岸政策来加强

权力、稳固基本盘。

“台湾地区领导人不兼任党主席与巩固多数”模式中，关键在于台湾地区领导人是否可以

通过政党内部的领导权，发挥更大的实际统治权力。如果台湾地区领导人不兼任党主席，政党

与行政机构间就可能会出现“双重代理人”困境，这就意味着各种决策咨询机制和党政联系平

台将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增添相当大的负担 ；此外，由于台湾地区领导人不能有效掌控政党，其

个人意志可能与党意存在分歧，这对于个人权力是一种打击，所以台湾地区领导人就会倾向于

在可操控的政策权范围内寻找突破。由于此时台湾地区领导人所属政党在“立法院”仍占据多

数席次，行政与立法关系尚未存在分歧，因此台湾地区领导人尚不需要以激进的两岸政策来稳

固党内地位，仅需出台适度激进的政策来稳固自身的基本盘，提升自己的施政满意度。马英九

2014 至 2016 年以及蔡英文 2018 至 2020 年的权力关系模式就是如此，这段时期内马、蔡二人的

两岸政策都从过去的避险类型有所转变。

“台湾地区领导人不兼任党主席与分立少数”模式是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个人权力在整体权力

结构关系中处于最弱势地位的情况。这种权力关系模式意味着“府院”“府会”“府党”关系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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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顺畅，此时台湾地区领导人若想借助两岸政策改善自身权力地位，必将会面临来自“立法院”“行

政院”甚至党内各方的掣肘，因此只能提出适度激进的两岸政策进行冒险性的试探，在具体操

作过程中往往带有“秘密行动”的色彩。陈水扁执政的 2005 年就处于此种权力关系模式，此

时陈水扁通过出台一系列不需要“立法院”同意的边缘化政策试探民意底线。此外，马英九在

2016 年执政末期通过强化南海“主权”的方式，向即将执政的蔡英文当局强调“中华民国”的

概念意涵，也属于此种类型。由于权力弱化，马当局已经无力产出实质意义上的两岸政策，只

能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试图挽回民意支持。

（三）激进的对抗性两岸政策出现的权力关系基础

研究发现台湾地区权力关系模式与两岸政策的第三组相关性 ：当处于“台湾地区领导人兼

任党主席与巩固少数”模式以及“台湾地区领导人不兼任党主席与巩固少数”模式时，两岸政

策表现为激烈对抗。不论台湾地区领导人是否兼任党主席，当“府院”与“府会”关系呈现“巩

固少数”模式时，两岸政策通常体现为激烈的对抗类型。此类权力关系模式意味着台湾地区领导

人和“行政院长”站在统一阵线，共同面对“立法院”的相对少数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地

区领导人有一定程度的权力危机感，同时又有“行政院”及各部会为其政策背书，因此容易形成“总

统府”与“行政院”利用激进对抗性的两岸政策与在野党和“立法院”奋力一博的局面。

“台湾地区领导人兼任党主席的巩固少数”模式以及“台湾地区领导人不兼任党主席的巩固

少数”模式均出现于陈水扁任内，回顾此阶段陈水扁当局的两岸政策，激烈的对抗性占据主导

地位。“府、院”关系一直伴随着行政立法关系的对立，导致陈水扁面临严重的权力安全困境。

权力的不安全感导致陈水扁在两岸政策上趋于激进，不断抬升对“立法院”的敌意态度。由于

民进党本身的两岸政策取向就偏向于抗衡，因此当台湾地区领导人权力地位受到挑战时，就更

需要标榜出意识形态区隔，从而避免在支持者心中留下施政软弱的印象。在这种权力关系模式下，

陈水扁推出了一系列极度激进的对抗性政策，包括“一边一国论”、“台独公投”、宣称催生台湾“新

宪法”、举行“防御性公投”等。

综上所述，不同权力关系模式影响下的两岸政策模型可以得到初步归纳 ：

表 6 台湾地区权力关系模式与两岸政策变迁模型

“府院”关系 “府党”关系 “府会”关系 总体模式 两岸政策类型

一致

兼任党主席
巩固多数

兼任党主席
与巩固多数

避险（温和）

不兼任党主席
不兼任党主席
与巩固多数

合作或对抗（激进）

兼任党主席
巩固少数

兼任党主席
与巩固少数

对抗（激进）

不兼任党主席
不兼任党主席
与巩固少数

对抗（激进）

不一致 不兼任党主席 分立少数
不兼任党主席
与分立少数

合作或对抗（激进）

表格来源 ：笔者自制

四、赖清德当局权力关系模式与两岸政策展望

赖清德上台后党政一把抓，任命亲信卓荣泰为“行政院长”。赖清德称：“我和荣泰是好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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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院同事，更难得是前后任党主席，为理想奋战彼此支援，互相信赖”。[24] 然而，由于民进党在

2024 年底台湾地区立法机构选举中失去第一大党地位，赖清德当局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府会关系”

运作困难局面。这意味着赖清德当局处于“台湾地区领导人兼任党主席与巩固少数”模式。

赖清德在“就职演说”中表示，希望未来能够实现“行政立法协调合作”，而且强调台湾

地区立法机构“三党不过半”的格局，意在提醒国民党在“立法机构”并不具备绝对多数的权

力正当性。但台湾朝野激烈对抗的局面比赖清德预想中要来得更快。国民党与民众党深度合作，

共同提出并“三读”通过“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宪法’诉讼法”“财政收支划分法”等三项

修正法案。在 2025 年 1 月 21 日“总预算案”“三读”表决大战中，民进党再度败北，总预算被

删减 2100 亿元，占 16%。民进党当局完全失去“立法机构”主导权。

“台湾地区领导人兼任党主席与巩固少数”模式下台湾地区领导人有相当大的权力危机感。

为此，赖清德有可能推出更加激进的两岸政策，以稳固个人权力与民进党的基本盘，通过煽动“绿

营”民众围攻立法机构的方式反制在野党。当前，赖清德在岛内政争中已骑虎难下，台湾社会

进一步被撕裂，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前景出现新的变数。在“台湾地区领导人兼任党主席与巩固

少数”模式下，如果赖清德调整两岸政策并做出与此前其“台独”言论区隔明显的表述，那么

民进党过去的错误政策损失可能被放大。为了掩饰问题，赖清德当局有可能会采取更加冒险的

两岸政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可能面临更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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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Cross-Strait Policies Under the In■ uence of 
Taiwan’s Political Power Relations

He Miao & Liu Guoshen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cross-strait policies during the four administrations 
from Lee Teng-hui to Tsai Ing-wen, focusing on the systemic impact of Taiwan’s complex power 
structure on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Normatively, Taiwan’s power structure grants the leadership a 
dominant position, enabling them to exert signi■ cant in■ uence over cross-strait policies. Operationally, 
this structure is marked by conflict between the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branches, with political 
parties serving as critical intermediaries in the power network.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Presidency”, 
“Cabinet”, “Legislature”, and political parties constitutes the fundamental model of Taiwan’s power 
structure.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model linking Taiwan’s power structure to the evolution of cross-
strait policies, validated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of Taiwan’s political operations. Findings suggest 
that when Taiwan’s leadership occupies a weaker position in the power structure, they often adopt more 
radical cross-strait policies to consolidate their power position. In contrast, when the leadership holds 
a stronger position, they tend to implement more moderate policies to mitigate risks associated with 
maintaining stability.
Key Words: Taiwan Politics; Power Relations; Cross-Strait Policy; Model Construction


